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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2019年末從中國武漢地區開始延燒至

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迄今

仍未停歇，然而在這可謂為近代最大規模

流行病盛行之時，臺灣憑藉著得天獨厚的

優勢嚴守國門以穩定疫情，雖有幾度小危

機，但大多時候彷如與全球處於平行時空

而未有嚴格的人身自由限制禁令，然而，

在2021年5月陸續爆發社區傳染的本土疫

情，5月15日大臺北都會地區（臺北市

與新北市）提升為「第三級疫情警戒」

（以下簡稱三級警戒），緊隨在後5月19

日三級警戒擴及全國直至7月27日為止，

臺灣的三級警戒措施前後共計兩個月的

時間。

2021年5至7月的疫情，事實上並未

真的嚴重到進入封城（Lockdown）的境

地，但也確實是我們自疫情發生以來，

最為顯著且令人擔心與焦慮的疾病傳染情

境，同時也是臺灣人在這次大流行中首次

面對急轉直下、突如其來的傳染疾病實境

感，但也因為積累了西方一年多的警戒預

防實務經驗，在臺灣的微封城指引中雖然

未有強制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但各行業幾乎都儘量減少移動與接觸，而

社會工作等助人專業同樣也不例外。

然而，訪視（Visit）、會談（Interview）

是助人工作者個案工作的重要核心，訪視

會談的形式縱然多元，但面訪（Face-to-

face Visit）、家訪（Home Visit）等能與

個案見面、談話的工作模式仍是資訊獲

得與關係建立的重要基本技術。但在減

少直接接觸的疫情防範指導原則下，臺灣

的助人工作圈也在嘗試運用各種仍可「見

到面」的訪視、會談技術，視訊／遠距訪

視（Video/Remote Visit）成為在三級警戒

期間臺灣專業助人工作者也在試著運用的

服務媒材之一，而在這段期間他們的視訊

臺灣疫情期間兒少家庭助人工作者
使用視訊訪視經驗初探

邱方昱



社區發展季刊　182期 161 中華民國 112年 6月

邱方昱   臺灣疫情期間兒少家庭助人工作者使用視訊訪視經驗初探

訪視服務經驗為何？運用視訊訪視能帶來

什麼樣的優勢？關於視訊訪視他們遇到什

麼樣的困境？在這傳統工作的新媒材運用

下，未來需要建構哪些？作何準備？這次

臺灣三級警戒是我們獲得此些本土經驗的

難得機會，即為本研究的主要關注核心。

二、研究目的

延續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基於

視訊訪視成為助人工作服務的新型態，但

又缺乏足夠的本土實務經驗時，期望藉由

此一契機搜集相關資訊，再從這些實務資

訊歸納整理出視訊訪視未來可行的發展基

礎，雖然仍不足以形成一套工作準則甚至

基礎理論，但期望至少能在臺灣助人專業

實務工作上指出視訊訪視的可能路徑。因

此，本研究的目的如下列三點：

（一） 蒐集並積累臺灣本土的視訊訪視

經驗。

（二） 從中了解臺灣視訊訪視經驗中所展

現的優勢與遭遇的困境。

（三） 視訊訪視作為新服務工具時，我們

所需的準備與展望，並歸結視訊訪

視工作發展的可能方式。

貳、兒少家庭社會工作

一、兒少、家庭與社會關係

家庭幾乎是所有人生命週期循環中第

一個社會化的場域，根基在這樣的概念之

下，兒童與青少年也因為與家庭之間的依

附連結，使得兒少助人工作服務不可避免

地需要有與家庭工作的勝任能力與服務需

求。Monkman與Allen-Meares（1985）延

伸社會工作的生態系統觀點，提出「個人

與環境交流（Transaction in Environment, 

TIE）」的架構作為檢視青兒少自身及其

所處環境、情境之間的雙向關照，而讓兒

少從生存的應對關係延伸至情感依附的

應對再到成長與成就的自我發展（Allen-

Meares, 1995），家庭在青兒少的生命歷

程中扮演著重要的核心角色。

同時，當兒少入學又再進入另一個

社會發展階段，學校、同儕等家庭以外之

關係的連結與互動，為其建構自身的社會

我的另一個重要基礎，介入兒少所處的生

活中工作時，也能看見其所處的社會環境

及其家庭與個體自己之間的脈絡性關係，

即便在獲得社會角色設定與認同的同時，

家庭與兒少之間仍舊強烈連結而無法脫離

（郭靜晃，2008）。

因此，投身在兒少家庭的助人工作者

需要具備一定的個人行為與社會環境觀察

與評估的勝任能力以外，也同時需要連結

充權、優勢等視角，協助服務對象整合資

源與增強個體的應對能力與自我發展。而

在鉅視觀的層面上，從生態系統觀點意識

兒少的文化情境與社會規範政策等連結，

突顯出此一工作的綜融觀點的重要性（郭

靜晃，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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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少工作與視訊服務運用

因此，兒少工作除了未成年的服務對

象本身以外，家庭、同儕與社會文化環境

密不可分的關聯性，使得此一工作需要更

多的個體接觸、家庭互動以及社會考量，

因此，在臺灣的新冠疫情開始影響到社會

工作服務之際，兒少家庭工作也在相對高

度接觸、互動的需求下，有著不可間斷與

投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除了服務延續的

需求以外，兒少階段的服務對象在資訊科技

技術迅速更迭的大環境中，本身對於這樣瞬

息萬變的情境也相對其他服務對象來得更具

適應力，因此，視訊服務的運用會成為兒

少家庭工作的起頭先鋒，依此一服務對象

的情境脈絡而言，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釋。

然而，也讓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兒

少工作的家庭、同儕與社會文化影響，亦

可能同時在新科技工具的優缺點上進行開

展，視訊工具在臺灣華人文化的家庭中所

呈現的面貌，在兒少同儕社會關係建構的

高需求底下，會長出什麼樣子，甚或產生

什麼潛在的服務與倫理問題，亦會是本研

究及未來相關研究需要更多的經驗資料予

以彙整與深度認識。

參、歐美視訊訪視經驗

一、西方國家封城下的視訊工作經驗

西方世界從2020年開始因新冠疫情大

流行的緣故，陸續有著嚴格的人際互動與

行動管制措施，也因為非必要的接觸都受

到管控的緣故，歐美國家的助人專業工作

也隨之嘗試運用各種遠距工作的模式，

視訊也成為取代直接接觸同時可見到面

的服務工具，不論在醫療、諮商、社工

等各種助人專業，西方國家獲得很多的視

訊工作經驗積累，也留下較多的文獻以供

討論。

然而，這些視訊等遠距工作的進

行，在某些領域中更多是在一個不得不

的情境下發展，醫療專業需求上遠程診

療（Telemedicine）無法取代實質面對面

（In-person）的醫療工作，另方面也牽涉

上保險給付等複雜的精算細節，同時也受

制於倫理與法規的因素，在隱私與資料安

全上都令這些專業領域有著施行上的不安

（Barney et al., 2020），再者遠程診療、

視訊科技涉入在助人專業雖然早有發展

（Mishna et al., 2021），然而大多也是在

這次疫情之後才迅速開展，也因此對於

相關的訓練與資訊不論是服務提供端或

是接收端都顯然不足（Mishna et al., 2021; 

Wilhite et al., 2021）。同樣的情形也在醫

療領域相關的社會工作者服務的調查研究

中發現大多數使用遠程工作的助人專業

實務者認為視訊會降低他們的工作品質

（Wiener et al., 2021）。

實務領域中工作者也認為在關係建

立的連結上，這種遠距工作的型態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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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代面對面的工作模式，又或者虛擬家

訪在關係建立的型態上需要工作者更具創

造力與即興的技術與方法，也因此遠距工

作衍生一些可以看見的另類發展與創造的

可能性，因此反倒覺得視訊工作若能掌握

更多的技術資訊，未來在後新冠疫情時

代（post-COVID）會是個可期的延續、

混搭（Hybrid）之新工具（Berg-Weger & 

Morley, 2020; Cook & Zschomler, 2020b; 

Flynn et al., 2021; Franzosa et al., 2021; 

Mishna et al., 2021; Parikh et al., 2021; Pink 

et al., 2020, 2021）。

也由於視訊／遠距工作在助人專業

中的發展幾乎連結著新冠疫情，因此，短

期迅速地開展在這些領域中也大多是透過

突如其來的立即實驗性操作，而後獲得

更多實證基礎（Evidence-based）後，再

進一步促成討論來發展此項技術，未來仍

需要透過這些基礎提供更多的訓練，以提

升助人工作者應用視訊／遠距工作的服

務品質（Barney et al., 2020; Berg-Weger & 

Morley, 2020; Wilhite et al., 2021）。

二、視訊訪視的優勢

視訊的虛擬家訪形式在西方國家施行

初始同樣也有著許多的擔憂與疑慮，尤其

在與案主建立關係上，工作者總覺得透過

有限的螢幕方框多有阻礙，然而在其實際

操作的經驗上，反而從資訊設備的多樣性

獲得與服務對象更多元、不同的建立關係

模式（Baginsky & Manthorpe, 2020; Cook 

& Zschomler, 2020b），例如，運用麥塊

（Minecraft）與兒童、青少年建立關係，

便是以往較少可能觸及的方式（Cook & 

Zschomler, 2020b）。或是透過經驗的累

積，西方助人專業者歸納服務技術，透

過先音訊後視訊漸進式的遠距方式使雙

方在會談上較為安心與舒適（Weiss et al., 

2021）。另外，視訊也可以納入跨領域共

同工作合作的可能性，透過不同專業同時

視訊工作，對於大多數需要跨域整合的

助人專業而言，成為一項能被關注的優

勢（Baginsky & Manthorpe, 2020; Flynn et 

al., 2021; Franzosa et al., 2021）。

視訊工作的確在資訊的獲得及其深

度會與面對面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視訊

因其即時性且免除時空成本的因素，反倒

能以增加頻繁度取勝（Cook & Zschomler, 

2020a; Mishna et al., 2021; Parikh et al., 

2021），此外也因免於舟車勞頓之苦，其

在遠距工作時反而更能提升專注（Cook 

& Zschomler, 2020b），且視訊遠程工作

可以提供更為彈性的服務模式，在助人專

業者的私領域中也讓他們在工作與生活中

更能達到平衡（Wiener et al., 2021）。而

這樣的時空成本減少不僅止是對工作者有

利，在一些關於會面交往的服務中，同

樣也節省了服務對象的相關成本，使其

會面交往時更為便利且直接（Flynn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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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視訊工具能夠成為虛擬家

訪的方法，只要透過較為不同的會談技巧

引導，甚而能使工作者看到更為貼近其日

常的環境真實，也因為視訊具有的間隔性

使得服務對象對於工作者的介入甚而可能

感到更為舒適而不受「專業介入」的壓迫

（Cook & Zschomler, 2020b）。在澳洲的

受刑人與孩子的會面交往中，便提到維繫

子女與受刑人持續互動有益於子女身心發

展，因疫情改為透過視訊會面的方式，則

能發現孩子在自己的環境中會面而讓其感

到氛圍較為舒適，但相反地也減少了親情

間的肢體接觸（Flynn et al., 2021）。

助人專業當中的社會工作作為建構

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凝聚，免除孤單與社會

孤立是其重要的工作核心之一，也因此社

工在這疫情大流行的非常時期，更是肩負

了各種受到疫情影響的弱勢者的服務任務

（Bright, 2020），視訊工作可作為這些

可能本來就很容易被孤立的服務對象，

諸如老人等弱勢者，使其在西方的封城

時，能作為持續與人聯繫獲得關懷的機會

（Berg-Weger & Morley, 2020; Danilovic et 

al., 2020; Redondo-Sama et al., 2020）。

三、視訊訪視的困境與倫理議題

在助人專業裡直接性的與人工作幾

乎不可避免，也因此「間接性」確實是工

作者需要想盡辦法克服的盲點與挑戰，在

評估進行時面對面直接所能獲得的資訊與

間接的視訊有限訊息提供是無法比擬的，

也因為視訊畫面的侷限性讓工作者無法自

主地觀察服務對象所處的環境，甚而可能

在視訊鏡頭外有著未知的干擾可能正在

控制服務對象（Cook & Zschomler, 2020a, 

2020b）。另方面視訊工作的困境一直在

於與面對面的工作模式相比會與服務對象

間產生較少的連結，這樣缺乏直接互動的

連結，在工作關係建立上會是主要的困境

（Franzosa et al., 2021; Wiener et al., 2021），

尤其在評估（Assessment）時，實務工作

者縱使已經透過遠距工作完成，但也經常

覺得事後還是得面訪再行確認（Cook & 

Zschomler, 2020a; Manthorpe et al., 2021）。

視訊／遠距訪視工作的倫理議題，

在助人專業領域中也一直都是討論的焦

點之一，而在倫理上主要聚焦於隱私及

資料安全兩個層面（Barney et al., 2020; 

MacAulay, 2021; Mishna et al., 2021）。視

訊工作不免直接地相互揭露助人工作者與

服務對象之間的私人空間，也因此所呈現

出來的涉入程度可能會比原先的面訪、家

訪都還深度，兩造隱私的揭露自然不在話

下，而這也是助人工作者在工作倫理思辨

與考量上需要注意到的問題（Pink et al., 

2020, 2021）。縱使資訊科技與資料安全

防護發展越來越進步，然而也因為經驗連

結的匱乏會讓彼此對這樣的服務工作模式

容易陷於不安（Barney et al., 2020; Pink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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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的階級落差使得數位排除

（Digital Exclusion）也成為視訊工作的

主要障礙之一，更尤其對社會工作者或服

務對象包含弱勢者的助人專業者而言，其

所服務的對象通常也較多處於資訊科技的

弱勢更是凸顯出服務可近性甚至社會排除

的問題（Armbruster et al., 2020; Connolly 

et al., 2021; Cook & Zschomler, 2020b; 

Flynn et al., 2021; Hickey et al., 2020），

同時，年齡世代因素所造成的資訊技術世

代落差，也是數位排除重要的因素之一

（Baginsky & Manthorpe, 2020; Connolly 

et al., 2021; Danilovic et al., 2020）。

肆、研究方法

一、資料搜集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基於研究者

自身的服務與教學領域之便，以便利取

樣（Convenience Sampling）及立意取樣

（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進行研究

訪談對象的抽樣。研究者先以Google網路

表單問卷意欲從問卷中先篩出曾有視訊服

務工作經驗的社工及相關助人領域的實務

工作者，透過研究者的關係脈絡發出、

轉傳，自2021年7月1日至7月19日共獲得

33筆資料回覆，其中在工作中曾使用過

視訊（包含服務工作、會議與課程等）

的共19筆，約占57.6％，曾運用視訊在直

接的個案工作服務上共計9筆，占全部的

27.3％、占有視訊工作經驗者的64.3％。

研究者再從中徵詢是否願意接受直接

的訪談，共獲七位首肯同意後，陸續在7

月7日至8月30日期間與七位受訪者訪談，

不過中央政府7月27日雖然已將警戒降

級，但因那時的疫苗普及率仍不高，因此

本研究全部以視訊方式進行訪談，以保護

彼此並做好相關疫情防護，每位受訪者的

訪談時間平均約30分鐘。

受訪研究對象因受取樣方式的影響，

五位為社會工作者、二位為進行學校青少

年服務的諮商心理師；六位服務地點為臺

中市、一位為桃園市。另方面，受訪對象

的服務領域六位為青兒少相關領域、一位

為婦女領域，此一現象的呈現將在文後的

研究結果進一步分析討論（表1）。

二、資料分析過程

本研究搜集七位研究受訪者訪談資

料、彙整逐字稿後，運用NVivo軟體輔助

整理相關資訊並進行編碼歸納，在開放性

編碼上共編了52個，再進一步從中萃取分

類為使用視訊作為訪視工具的經驗歷程、

視訊工具訪視的優勢面、視訊工具訪視的

困境面，最後歸結於「使用視訊訪視的開

端」、「上手視訊訪視的經驗」、「視訊

訪視經驗獲悉的優勢」、「視訊訪視經驗

遭遇的劣勢」、「敏感倫理面的關注」及

「視訊訪視未來趨勢的見解」等六個歸

類，分析研究結果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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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對象一覽表

受訪者編號 訪談日期 服務領域 身分 工作所在地

01-CD-SW 2021/7/7 弱勢兒少 社工 臺中市

02-CD-PC 2021/7/15 青少年 諮商心理 臺中市

03-CD-SW 2021/7/16 兒少寄養 社工 臺中市

04-WM-SW 2021/7/17 婦女 社工 臺中市

05-CD-PC 2021/7/22 青少年 諮商心理 桃園市

06-CD-SW 2021/8/26 青少年 社工 臺中市

07-CD-SW 2021/8/30 青少年 社工 臺中市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伍、研究發現

一、 臺灣視訊訪視工作的開端：上手使

用視訊訪視

臺灣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中很幸運、也

很努力地讓這個地方的疫災大多處於可控

可管的情境，全球大流行在臺灣也僅有兩

個多月的時間是真正處於較為緊繃的三級

警戒措施，即便如此也未達西方社會早已

經歷的全面封城的狀況，但因為人身安全

防護的緣故，需要大量與人接觸為職業特

質的助人工作，也開始在訪視上嘗試運用

各種媒材工具。

（一）不做非必要接觸，但必要持續工作

雖然，臺灣並未真的全面性地限制

移動，但即便於7月27日疫情警戒降至二

級，臺灣社會的第一劑疫苗涵蓋率仍僅有

29.93％。

三級之後被要求就是得停止訪視，

但是可用視訊跟電話代替，那尤其六歲以

下，如果電話他無法表達清楚的孩子，就

是要搭配著視訊。（03-CD-SW）

因此，主管上級單位為避免不必要的

人群接觸傳染問題，從5月三級警戒後便

指示轄下與委託單位，非必要情況以外，

原則上儘量減少家訪、面訪。另方面，面

對面訪視所涉及的人身安全議題也非單向：

三級開始發布的時候，然後督導就

有開始說，就是因為我們去到案家可能我

們自己會有風險，那案家可能其實也有風

險，因為畢竟社工要去這麼多地方訪視。

（04-WM-SW）

在疫情流行的時期不但可能為社工自

身人身安全帶來危機，同樣對於社會弱勢

為主的服務對象而言，社工訪視的廣泛接

觸同樣使得他們暴露在風險之中。

然而，助人服務工作不能停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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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疫情的社會緊張時期，由於人際之

間的隔絕更為增加，因此，社會工作等

助人服務不論國內外經常被視為或至少

被倡議為必要工作者（Essential Worker）

（Abrams & Dettlaff, 2020; Allen, 2021; 

Gewirtz, 2020; Levison-Johnson, 2020; 

Lipe, 2022; MacAulay, 2021; Schneider et 

al., 2022; Wiener et al., 2021）。

因為那個市政府那邊還是會希望我們

在停課期間就是至少一個禮拜要一次跟小

朋友，不管是電話 、還是視訊這樣子。

（01-CD-SW）

主管機關雖然規範非必要不做直接地

外訪接觸，然而，服務工作並不能在「微

封城」的情境下戛然停止，因此，持續地

聯繫互動則由單位或助人工作者自身評估

後決策。

主管有討論跟裁示說是要繼續輔導，

不然事關重大，這麼多學生，然後接下來

就是會有一些個案會議也開始調整成用視

訊的方式，或者是有一些區級的會議也會

用視訊。（05-CD-PC）

當確定不能夠去做就是直接面對面的

會談的時候，局內並沒有要求一定要用視

訊的方式，他們也可以用電訪，但是因為

其實我們服務的個案的類型，如果是單純

講電話應該不太會甩我，所以我會想要透

過鏡頭去跟他們互動。（06-CD-SW）

從上述受訪者的回應看到上級單位大

多指示減少接觸，但一般來說上級不對聯

繫方式作特意的指導，在仍有持續聯繫工

作的要求下由工作者可自行評估考量服務

對象的需要以及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之間的

平衡後，自行選擇決定工作及訪視方式。

（二） 學校停課不停學與視訊訪視工作的

連結

然而在臺灣，大多數工作者將訪案轉

以電訪作為遠距的聯繫服務策略，僅有部

分工作者選擇應用視訊進行訪視。在本研

究的受訪者中絕大多數為青少年服務工作

者，而這也與臺灣5月三級警戒後，學校

「停課不停學」的教育政策有關。

在5月19日那天宣布不能家訪，而在

同一天的下午學校也就沒有辦法讓我們進

到學校裡面，他們會希望說，進入學校的

人是比較單純的，所以代表說家訪跟校訪

都驟然停止。（07-CD-SW）

對這些青少年服務工作者過往進行的

「校訪」，在學校管制進出甚至全面改變

為線上授課以後，此等訪視形式必須要有

所轉換。

同樣也因為教育政策改為線上教學的

緣故，使青少年工作的服務對象有著視訊

工具、軟硬體使用的近便性，「還好有些

學校是會借平板的，就借出去讓他們使用

之類的，對」（02-CD-PC），或例如：

那我會談都是用Google，……，對，

他們要Google帳號，但有一些學生好像

會有學校的公用帳號的樣子。（05-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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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

那我運氣很好是我那個學生，他，他

專輔開了一個Classroom，所以我在那一

個星期，我就先用Classroom了。（07-CD-

SW）

包括從教育系統提供的工具以及軟體

資訊媒材的利用，助人工作者都可以從學

校端所建置的相關軟硬體直接採用，也因

此在青少年服務工作中轉換為視訊訪視的

工作者較多，也與這樣的服務情境脈絡有

著關聯。

（三）個人「使用習慣」才是門檻

除了教育體系轉換視訊工具使用的便

利性以外，從本研究先前的小型網路調查

的回應檢視，即便社會工作師較不受到法

規囿限，事實上運用視訊進行訪視的普及

性仍舊不高，更進一步就本研究訪談資料

所呈現，決策使用視訊工具繼續聯繫、訪

視工作，其實與服務工作者自身原有的使

用習慣可能更為關聯。

就是對我來說我覺得還好，可能也是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很習慣，用視訊去跟

別人對話，或者是溝通一些事情這樣子，

但是確實會遇到有的個案他會說，他說，

社工這樣子好尷尬。（04-WM-SW）

受訪對象中較年輕新進的社工職場新

鮮人，對於視訊工具作為與人互動其自述

在疫情之前就已經開始在自己的生活周遭

應用，也因此，在轉換成為服務工作的時

候，並不會有太多的門檻限制，也不太會

有大多數人感受的「尷尬」情境。

另方面，受訪者也提到從直接面對面

訪視轉換為視訊相關工具時，會讓以往

習慣運用的方法與技術可能會有不適用的

情形：

可能有些人是特定用沙盤或遊療，那

轉換度會要很大。……，你可能還要敏感

自己在使用是不是有點焦慮，對科技是不

是焦慮，然後對於現在的網速要怎麼樣去

即時的因應自己的狀況。（02-CD-PC）

工作者在面對新工具型態的限制，因

此在工具轉換上需要較多的適應，以及重

新調整與安排服務的策略與方法，因而也

很容易產生「對科技的焦慮（Technology 

Anxiety）」，使其使用上多有猶豫。

（四） 疫情前（pre-COVID）就已經與服

務對象使用相關資訊工具

在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中，青少年服務

的助人專業者會用視訊會談的為多，除了

先前提到三級警戒下的「停課不停學」遠

距教學政策連結以外，一些青少年服務的

工作者在未有疫情時，他們就已經掌握服

務對象便利使用的聯絡方式，作為彼此聯

繫、互動的服務工具。

因為一開始對LINE這個東西操作的

熟悉度，所以用LINE，因為我們平常跟

學生的互動也都很常使用LINE，或者是

FB的私訊。……，但那時候比較多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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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而已。（06-CD-SW）

我比同事們運氣很好是我每個孩子，

我幾乎都有LINE或Messenger，甚至有

IG，這些東西都可以視訊，所以對我來

講我好像就蠻無縫接軌的，就直接不能訪

我就直接用線上了。（07-CD-SW）

社會工作助人專業者由於大幅度干涉

於服務對象的生活情境中，也因此有些社

會工作者原本便會擁有服務對象的相關訊

息聯繫與社群媒體的管道，更尤其對於青

少年工作來說，視訊相關工具的早先連結

對此一領域的助人服務工作者上手的門檻

也相對降低許多。

二、視訊訪視經驗發展的新技術

（一）工作模式彈性、多元化

新工具也讓工作者思考、策略新的工

作方法，展現出視訊訪視工具的彈性、

多元的特徵，例如，轉換成團體工作的

形式：

我們是，就是跟小朋友是開小班會這

樣的方式。……，我們就會開始跟他們講

說這個禮拜預計要做些什麼？請他們自己

想自己，比如說，因為我們現在我們總共

進行了四次。（01-CD-SW）

或是在安全、倫理條件下從個別轉換

為其他形式的會談：

最近有一個個案，就是她在親密關係

上面一直沒有辦法去處理好，那她那個男

朋友就是有一點恐怖情人的狀況，其實我

一直會還蠻想要有機會可以把男朋友拉進

來一起會談的。（04-WM-SW）

在工作策略上也可以有更多元的跨網

絡操作：

我說的視訊有點是多方視訊，它其

實沒有空間限制、也沒有人數限制，所以

我們就邀請了，除了原本的原班人馬之

外，例如說是寄養社工也加入、然後家

庭處遇的社工也進入，就可以讓整個會議

室感覺就蠻熱鬧的，那本來原生家庭跟孩

子有時候在單獨會面的時候會有一些緊

張、會有一些緊繃，但是因為他或許也知

道是被其他人圍視的，所以他的整個氛圍

就稍微緩和了，那或許其他人也可以幫忙

緩解、幫忙引導，就是那個會談過程就是

多人一起來協助他們，而且那個參與其實

就是真實的參與，就不用市府社工轉述一

次，所以我覺得這樣的過程還蠻愉快的。

（03-CD-SW）

視訊的近便性、即時性讓助人服務工

作的各個網絡，甚至服務對象的時空成本

大幅降低，也促成跨領域合作相對容易。

（二）創新工作媒材的應用

除了工作型態、組合的新嘗試以外，

也有工作者運用網路、電子資訊工具當作

服務應用的媒材，進一步和服務對象嘗試

不同的資訊科技工作方法。

我講到一個繪本，他可能還沒有讀

過，我可以立刻去找然後就用線上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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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然後我們就一起看一本繪本，然後

就進行討論。……，這類型的孩子，你反

而透過有媒材，就是因為已經是透過電腦

的嘛，那他其實還蠻自在說那我分享什麼

給妳聽。（02-CD-PC）

我是視訊可以帶桌遊，輔導媒材可

以帶著進去，就是他可以在，在鏡頭外面

然後透過我這邊的牌卡，然後跟我討論，

討論孩子的個別狀況或者是說透過鏡頭來

玩桌遊，其實關係好可以這樣喔，那我也

有聽過其他的同事，他是隔著鏡頭，然後

帶著孩子去做一些生活體驗。……，我那

次聽我那同事帶著孩子蒸饅頭，他還從發

酵、從麵粉開始，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也

都已經是跨越了我們過去一對一個別的會

談的形式跟方式操作，我覺得從正向的

方式來看，這個還蠻有趣的。（07-CD-

SW）

網路的連結可以將科技資訊投入應

用，因此，繪本、桌遊、牌卡甚或體驗教

育，等原本可能成為的限制與障礙，其

實只是需要新的技術轉換，並非全然不可

操作。

（三） 缺乏儀式感，但卻更容易看到服務

對象的生活真實

其中一位諮商師身分的研究受訪對象

提到視訊訪視會缺乏一個服務對象與工作

者在角色形式轉換的「儀式感」，使雙方

進入到一個「正式的」會談場面架構中：

就是跟他們有沒有獨立的場域，那

對我來說我也會很清楚知道，就是要怎麼

讓這個會談有儀式感是困難的，因為一般

來說，我們就會離開我們原本的地方去另

一個地方，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對，但

是他們可能在家，他們要怎麼樣變成一個

我們要進行會談的，就是可能很混亂就立

刻要靜下來談，可是以前我們就可能會因

為藉由交通的移動去整理的心思，然後抵

達，然後開始會談，其實會還蠻不一樣

的。（02-CD-PC）

在諮商的領域中，由於通常為進入固

定的場所進行，且需要靜心投入在個人內

在心理的平穩狀態下進行，因此，場面架

構等「儀式感」會是其工作操作中重要的

一部分。

然而，相反地對於社會工作等強調

進入到案主環境中的助人服務工作，也因

為沒有如此的儀式準備的過程，更有可能

會讓服務對象不經意地表露出自然一面，

讓助人工作者可以看到其更多不同的「真

實」。

我覺得這個部分倒是有一個很有趣

的情形，會看得比家訪更加清楚的地方，

就是當在案家，一個活生生的人在案家的

時候，有時候，反而案家成員會是有包裝

的，但是當在鏡頭的另外一側，你沒有活

生生的在他家，我倒是真的有看到，我覺

得有些孩子，他血淋淋的跟家裡的互動的

狀況，衝突的情形啊，或者是說，那種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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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對孩子的不客氣，或者是孩子對爸爸媽

媽頂嘴。（07-CD-SW）

這些真實面包括了服務對象所處的環

境，更為重要的還有較接近其原本的人際

往來與互動，而這在過往的家訪、校訪等

形式中，因為「儀式化」的過程也讓其較

有機會包裝出欲給工作者看到的面向，反

而看不見服務對象的此些「真實」。

（四） 即時性、便利性以掌握行縱，利於

關注服務對象安全

同時，因為視訊訪視可以運用手機等

工具的便利與即時的特質，讓助人工作者

相對容易「追得到人」。

其實主要是因為可以立馬追蹤的到一

個我們認為比較危險的孩子，然後我也很

清楚的確認他人在哪裡？因為就不要開那

個背景就好了啊，其實不要開背景你也知

道說，他在室內還是戶外？他有沒有跟其

他家人在一起？或是說她人在哪個地方？

（07-CD-SW）

便利性、即時性使助人工作者更能

在生命安全上有所掌握，然而，這樣的掌

握是需要有一定的關係建立作為前提，因

此，視訊訪視也會有其適用對象的某些限

制，後面會再進一步討論，然另一方面在

這段時間的視訊訪視的運用，即時的聯

繫對話亦使得服務對象獲得被關注的陪伴

感受。

如果是用在關係已經建立起來，而且

他其實是沒有急迫性問題的個案的時候，

那就有點會像是個日常關係，而且這樣子

學生會覺得說你是陪伴著他，就是覺得效

果會是好的。（06-CD-SW）

這樣的正向互動關係若能妥適建立起

來，對於服務對象也會有正向的效果，更

尤其在面對面互動受到疫情影響的時空背

景下，這樣的視覺接觸互動對其所帶來的

正向意義可能會更勝於電訪的語音互動。

三、視訊訪視倫理問題與逆轉

（一） 資訊工具的階級與權力現象，造成

數位排除的問題

另方面，臺灣的網路資訊環境與工具

仍有著資訊科技在區域、年齡或階級的弱

勢問題，在區域上相對偏遠地區的網速、

穩定度較差，社會經濟階級較弱勢者能備

有的視訊工具相對較低階，皆影響視訊互

動的品質造成訪視過程的干擾。

因為其實通常在我們手上的孩子，通

常家裡的經濟狀況並不是那麼的OK，那

他們家裡有時候WiFi使用的形式並不是

那麼的好，就有些斷訊，那斷訊的話本身

又有一些情緒比較容易起伏的，他們就覺

得很焦躁，他們就會不開心，對，那就會

影響到整個視訊輔導的品質。（06-CD-

SW）

然而，資訊、網路工具的穩定度雖然

重要，但也因為助人工作者與服務對象之

間產生的資訊階級差異也影響到其服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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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理解這件事情上。

就是可能孩子他們本身的資源其實

沒有那麼豐盛的，所以就是很多方的考

量。……就是我們可以利用現有的去操

作，然後等同於他們用現有去操作，如果

遇到困難會是什麼？（02-CD-PC）

受訪者表示其在工具上儘量不要把自

己裝備的太過高階，以能對應服務對象可

能遭遇的工具與環境使用問題，才能進一

步理解並試著幫助服務對象解決工具上的

相關困境。

最後，受訪對象也提到其工作服務對

象若為兒童與青少年也會有工具可近性的

差異，年紀較小的服務對象通常沒有自己

的通訊工具或網路空間：「因為他家媽媽

的房間收訊比較好，對，所以他就必須在

他媽媽房間講話」（05-CD-PC），或：

就是有一些就會沒有網路，就沒辦

法參加，就變說要個別的用Line跟家長聯

繫這樣，因為小朋友沒有自己的設備。

（01-CD-SW）

因此，受限於要使用父母或其他較年

長家庭成員的工具或空間，這樣不僅使得

工具使用便利性受限，也更近一步可能有

著受他人影響的干擾甚至服務敏感與倫理

問題。

（二） 服務時的人為干擾與華人文化低隱

私的「入鏡干預」

承上所述，受訪者經常表示視訊訪視

工作時，服務對象大多經常會有工具、空

間等環境的隱私缺乏的問題，在視訊訪視

進行中常會受到家長或家中其他成員的干

擾使其語帶保留，或是為了避開他人但卻

找不到合適的空間。

因為他家的收訊基地臺在媽媽房

間，然後手機在家裡房間收訊不好，所

以他媽媽會在旁邊走來走去，那他其實

要談還蠻多親子的議題、或是感情的議

題、私密的問題，那媽媽在旁邊他就講

得很保守，……，不然你會覺得上一次

談得很深，怎麼這一次又很多不能談。

（05-CD-PC）

同時，華人文化關於「家人隱私」

的概念與西方社會較為不同，更尤其對於

未成年子女更常視為是需要被大人嚴密

監控的被教導者，因此，秘密在家人關

係中有時候是不被接受的情事，在歐美文

獻也常會提到視訊的困境在於無法排除其

他關係人在場的「鏡外施壓」（Cook & 

Zschomler, 2020a, 2020b），而在受訪者

的經驗中，華人社會有時候則可能更直接

地「入鏡干預」。

媽媽有時候會亂入，就說他會怎麼

樣？都怎麼樣？因為我們有時候服務也會

跟案家做一些溝通，那媽媽也認識我，所

以媽媽知道跟我講話，小孩子避重就輕的

講，他就跳出來講，我就會很干擾，就變

成孩子也不太願意說了這樣。（05-CD-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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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工作者在視訊訪視時需要在文化

理解、情境觀察上更具敏感，以能更為深

度的工作，或運用視訊工具的不同資訊傳

遞方式，或在評估觀察上更為謹慎。

（三） 敏感文化環境，逆轉可能產生的倫

理議題

但也如同前述，這樣的情境可能是個

干擾，但也可以讓助人工作者看到服務對

象的更接近其真實生活的情境，甚至可以

藉此展開各種工作的延伸，諸如促進家庭

成員的合作關係，提升其自己解決或合作

解決問題的能力。

比如說像有一個家庭，他說小孩子

他不會打字，那就是媽媽就想到辦法說，

那不然你講啊我幫妳打，給你看這樣子，

他們自己內部可以去做溝通跟想辦法解

決，就是不會到就直接說我不會或者是他

不會，就是我覺得看到他們很棒的地方，

就是看到他們有開始有一些問題解決的能

力。（01-CD-SW）

或是藉由適度的助人工作者的環境、

空間的自我揭露，一方面在建立關係上會

有助益，另一方面，也讓服務對象有機會

觸及不同的環境空間，予以更多的情境、

環境刺激。

那他對我們好奇，那剛好也可以透

過視訊鏡頭，他可以看到我辦公室是長怎

樣，然後或者是說看到我們有時間是在居

家，看一下我的家裡的擺設啊、客廳啊等

等的這樣子，我覺得對於孩子的這個部分

的關係的建立，反而是有一個進展，那個

是如果說我今天不考慮在傳統的專業關係

的這個部分上面，我覺得這是某一種程度

的自我揭露。（07-CD-SW）

助人工作者在運用視訊工具服務時

常會提及敏感與倫理的重要性，而此等議

題的脈絡源於以視訊作為工具時，不論服

務對象或助人工作者都可能處在一個彼此

實際生活現況較多相互干預的情境中，因

此，從中所連結而出的互動關係就可能更

為交錯並複雜，衍生的權力關係也會跟著

顯現，因而，在敏感與倫理上便需要從文

化體系的理解開始，在大的文化體系、文

化環境架構下以能有更為明確的評估，甚

至避免倫理過失的問題發生。

陸、 視訊訪視發展建議與研究

限制

一、 建議1：助人工作需要視訊作為工

作方法的一種選項

從本研究訪談後初步搜集歸納臺灣

助人工作服務在5至7月的視訊訪視經驗，

如前所述，也因為臺灣在這次的全球疫情

大流行中迄今並未真的遭遇嚴格限制行動

自由的封城狀態，使得在視訊訪視的實務

資料積累確實有限，但也從這有限的經驗

資訊中發現，隨著電子科技的進步，在不

久的將來視訊勢必成為服務工具的選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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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為視訊工作不僅只是因應減少接觸

的必要作為，從本研究受訪對象對於視訊

訪視的優勢都有著正向的期待。因此，視

訊訪視雖然有著先天條件上的限制，但也

因為其具有「既即時但又保持一定距離」

的特性，讓它在其他的訪視工作模式中，

並不僅只為了防疫安全考量，更能成為未

來服務形態的工具選項之一。

二、建議2：經驗習慣促成技術發展

然而，視訊工具的使用除了受到該社

會環境中的使用普及性影響以外，從研究

中發現，對於助人專業服務工作者而言，

工作者自身的使用習慣會是能否運用或妥

善運用的關鍵：

就是訓練是要更細膩、更清楚，

我覺得就是這一塊的訓練可能還在研發

中，其實研發也是每個人去嘗試以後，再

去教導別人，就是去經驗，都得經驗。

（02-CD-PC）

因此，就社會工作的專業養成經驗來

說，在個案工作、實習等教程中都會強調

會談的訓練，然而，這樣的訓練準備當然

多強調在面對面的工作形式上，少部分可

能會提供音訊的電訪學習，但在視訊作為

工具的訪視技術上，一方面經驗資訊較少

使得技術建構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較少

在相關訓練中進行討論。

訓練的提升包括專業的養成，也包括

了在職者對於工具的接觸與熟悉，過往實

務工作者經常基於「倫理疑慮」的不安，

而較少主動提供視訊工具作為與服務對象

的聯繫管道，也確實因為視訊訪視的服務

實務經驗太少而較少建構甚至討論相關的

倫理議題，然而，視訊訪視的優勢面若被

優先考量時，透過服務實務經驗再來積累

更多的實務敏感與倫理議題討論，總比因

經驗不足而裹足不願嘗試來得更具積極

性，更何況視訊訪視是有利於服務工作甚

或服務對象的。

綜上討論，視訊訪視的訓練，不論是

工具上的學習、服務上的技術或是倫理層

面的敏感，都可以作為專業養成的實質內

容，而這樣的訓練更重要的層面是能提升

助人工作者的開放性，讓助人工作者在工

具使用上有更多元、多樣的信心，因而願

意使用新的媒材成為服務工具。

三、建議3：增加討論的需要

最後，透過訓練與服務經驗的積累，

進一步便要促成關於視訊訪視更多的討

論，如前所述這包含工具上、技術上、更

重要的是倫理上的討論：

它的確需要就是可能不能說是督導，

可能就是要藉由跟同儕，因為現在是新

的，可能就是要持續去做個討論跟分享。

（02-CD-PC）

而從倫理取向來談時，從本研究中了

解視訊訪視需要更多敏感與文化的關注，

而這兩者與倫理之間其實也是互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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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華人文化中家人、家族成員較

不強調於「隱私」概念，因此，在服務的

敏感度上需要關注於在這種文化帶來的工

作影響，更近一步便連結我們在倫理上

需要看到的保密、傷害等可能發生問題的

情形。

另方面，資訊工具與資訊環境的弱

勢者問題也突顯在視訊會談的倫理面上，

由於工具的便利性使得服務使用者也先對

「找得到」助人工作者：

當然我覺得在這個部分上面，另外

一個要思考的就是時間的界線的問題，因

為當如果視訊的話就代表說，你無時無刻

都有自己會被孩子找到，但這個無時無刻

是不是會影響到自己私領域的這個部分。

（07-CD-SW）

因此專業界線上也經常在視訊訪視上

被提及（Mishna et al., 2021）。再者從社

會工作的專業價值中社會正義的資源分配

概念，資訊工具的階級弱勢這樣的問題上

也有需要充分討論，工具與環境的落差可

能使得資源弱勢者，在這樣的服務模式中

被排除，因此，在運用視訊工具進行工作

時，便要進一步考量此一層面的問題。

四、結論

視訊訪視在助人工作專業中，是一個

對助人工作發展也對服務對象具正面有

益的服務工具，其所能促成的正面優勢包

含了：

（一） 可跨域整合使多種專業共同工作；

（二） 可隨時改變服務工作方法，由單一

個別轉換成家庭、團體甚至社區等

模式；

（三） 時空成本的優勢，提升助人工作者

的工作效率以外，亦可減低服務對

象成本；

（四） 視訊服務的遠距特質，能獲與電訪

一樣的立即性與間隔性，對於需要

即時對話的服務對象較容易追得

到，同時也因儀式感的消失比較容

易看到服務對象相對真實的一面。

因此，視訊訪視的應用並不僅是因為

新冠病毒疫情的情勢所逼，在未來更是一

個可以隨著資訊科技進展而積極發展的服

務型態。

因此，要促進視訊訪視發展（圖1），

在本研究中發現是個需要從任何一點都可

以啟動的循環過程，入門是需要經驗與習

慣的歷程，透過訓練可以增加助人工作者

的開放性而使用此一工具，但另一方面也

需要透過實務經驗積累形塑更為精熟的技

術以及倫理規範，透過在地社會環境的文

化特質及其衍伸所需的敏感性，更能促成

更多相關服務技術與倫理上的討論，隨著

這些經驗與討論再又回饋到促進入門的循

環中，視訊訪視的服務型態可期日漸成

熟，而成為未來助人專業重要的服務趨勢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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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限制

然而，臺灣的視訊訪視在這次的新冠

疫情中由於並未有嚴格限制行動自由的封

城，因此，整體來說所能獲得的經驗實證

資訊仍較少，且多集中在青兒少或學校社

會工作的服務領域中，來獲得少量的個案

研究資料，但也藉此開啟在臺灣的助人工

作服務發展運用視訊工作的實務積累之基

礎，在訪談資料中也多能與西方疫情期間

的研究文獻資訊對照連結，以補本研究在

經驗資料較為缺乏的先天條件限制，也期

許未來視訊訪視技術更多發展與實務展演

後，能有更多的實證經驗資料獲得，促成

進一步研究發展的可能。

（本文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

候選人）

關鍵詞： 視訊訪視、科技焦慮、文化環境

考量、助人專業、全球疫情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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